
“适度” 信任水平与经济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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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儒家文化强调适度的 “信”， 那么当代社会为实现个人经济收入增长， 是否需

要适度的信任水平？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研究发现， 信任与个人经济

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Ｕ 关系， 即存在适度的信任水平使得个人收入最优。 使用工具变量法

缓解内生性以及采用多个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 该结论依然成立。 研究还发现， 市场化水平

的提高使得信任与收入倒 Ｕ 曲线的拐点延后， 表明市场化对信任影响收入的正向机制具有激

励作用。 此外， 信任水平的增加促进了社会资本积累， 表现在个人于社会交往中的人缘关系

和社交评价都得到了提高， 从而影响经济收入。 本文研究得到的启示是， 应加强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 发挥信任服务经济的功能， 通过完善市场制度促进信任对经济收入的增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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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孔子在 《论语·为政》 中讲到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在 《论语·子路》 中

讲到 “言必信， 行必果， 硁硁然小人哉”， 这反映了孔子关于 “信” 的辩证思想。 儒

家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 其所言 “大人者， 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 惟义所在”， 也

与孔子的观点一脉相承。 这是中国古代学者提出的对于 “信” 的通权达变的阐述， 一

方面强调了 “信” 是一种道德规范和品质， 另一方面也指出不能拘泥固执于 “信” 而

不知变通。 这里的 “信” 可以理解为信任、 信用、 诚信等。 近代以来， 西方学者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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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不同国家居民的信任水平差异， 以及信任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 在经济领域，

信任作为一种文化或非正式制度因素， 被认为充当了交换与交流的重要媒介。 Ａｒｒｏｗ
（１９７２） 指出， 任何商业交易都有信任的因素在里面， 因为任何交易都是在一定时期内

完成的。 Ｌｕｈ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认为， 信任是简化复杂性的机制之一。 进入现代社会以

来， 随着调查数据可得性的提高， 研究人员越来越关注信任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Ｓａｐｉｅｎｚ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Ｂｕｔ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研究发现， 个人经济收入对应信任的变化

呈现驼峰状， 随着信任程度的增加， 收入先上升后下降， 即存在最适度的信任水平。

这与中国儒家文化中孔孟所言之 “信” 不谋而合。
那么， 当代中国居民的经济活动与信任之间的关系是否也存在这种规律？ 个人最

佳经济收入是多大程度信任的表现？ 现有的国内外文献尚未给出答案。 本文围绕这一

话题展开研究， 在 Ｂｕｔ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的基础上， 克服了其研究中存在的两个挑战。 第

一， 该项研究采用的欧洲社会调查 （ＥＥＳ） 数据中关于信任问题的问法是 “一般来说，
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 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 这一问题的答案不仅

取决于人们对他人可信度的信念， 也取决于他们对承担社会风险的偏好 （Ｆｅｈｒ， ２００９；

Ｓａｐｉｅｎｚ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此外， 该信任问题中的 “信任对象” 并不明确， 这将对被调查

者的回答产生很大影响 （Ｇｌａｅｓ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第二， ＥＥＳ 中没有对个人经济表现的测

量， 因此 Ｂｕｔ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使用了家庭总净收入作为代理变量， 这种识别策略可能会

根据样本的特征得出不同的结论。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克服上述问题， 研究了中国社会中个人

信任与经济收入的关系。 在 ＣＦＰＳ 数据中， 除了 Ｂｕｔ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考虑的大多数信息

外， 还设置了关于信任对象的 “单维” 问题 （Ｍｉｌｌｅｒ ＆ Ｍｉｔａｍｕｒａ， ２００３）， 直接询问了

受访者分别对 ６ 个特定群体的信任情况， 这 ６ 个群体包括陌生人、 父母、 邻居、 美国

人、 当地干部和医生。 例如， ＣＦＰＳ 通过提问 “您认为陌生人可以信任吗？” 来调查人

们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 回答范围为 ０ ～ １０ （其中 ０ 表示信任度最低， １０ 表示信任度

最高）。 这种问题设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回答中的个人风险偏好， 并将信任集中特

定群体， 而不是所有人。 Ｄｕｒｌａｕｆ ＆ Ｆａｆｃｈａｍｐｓ （２００５） 把个体间的信任划分为个人化信

任和一般化信任。 显然， 对陌生人的信任属于一般化信任 （或社会信任）， 这是本文关

注的焦点。 另外， ＣＦＰＳ 还从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两个维度考察了经济绩效。 这样， 本

文可以更加清楚地区分信任对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表明， 中国居民的信任与经济收入之间也呈现驼峰型， 这一关系在多

个样本中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利用工具变量法缓解收入的反向影响后， 该结论依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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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但中国居民收入最大化的信任水平在 ３ ～ ５ 之间， 并不高。 另外， 对信任影响收入

的异质性检验发现， 较城市而言， 农村地区的收入最大化信任水平更低； 较市场化程

度更高的省份而言， 市场化程度较低省份的收入最大化信任水平更低。 这表明， 信任

对经济收入影响的正向机制与市场化机制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关系， 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能够促进信任对经济活动正向效应的发挥， 提升个人经济水平。 研究还证实， 信任对

经济收入的影响途径在于， 信任促进了社会资本的积累， 表现为信任越高的个体， 其

社会交往中的人缘关系以及社交评价也更好， 从而影响了个人的经济收入。 本文的研

究为理解信任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以及完善市场化制度以发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

制度的互补机制等， 提供了依据和政策启示。

二　 文献回顾

自从 Ａｒｒｏｗ （１９７２） 提出信任对经济活动会产生重要作用以来， 与此相关的研究日

益增多。 在宏观经济发展方面， 信任会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及其增长产生重

要影响 （Ａｌｇａｎ ＆ Ｃａｈｕｃ， ２０１０； Ｋｎａｃｋ ＆ Ｋｅｅｆｅｒ， １９９７； 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 ２００８）。 在微观经济

运行方面， 信任有利于企业扩大规模和加快发展 （张维迎、 柯荣住， ２００２； 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Ｌａ Ｐｏｒｔａ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 可以促进企业及个体的创新创业活动 （凌鸿程、 孙

怡龙， ２０１９； 魏下海等， ２０１６； 周广肃等， ２０１５） 等。 在经济社会环境方面， 信任有

利于发展股票等金融市场 （Ｇｕｉｓ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Ｃｏｌｅｍａｎ， ２０００），
减少犯罪 （Ｌｅｄ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Ｐｕｔｎａｍ， ２０００； Ｕｓｌａｎｅｒ， ２００２）， 提高公共政策实施

效率 （张川川、 胡志成， ２０１６；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在信任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机制方面， 信任可以降低契约成本或交易成本从而促进

合作和经济交易 （李彬、 周战强， ２０１５； Ｚａｋ ＆ Ｋｎａｃｋ， ２００１）。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项重要内容， 可以通过信息共享、 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等影响经济

活动以及交易主体的合约执行 （刘凤委等， ２００９； 王艳、 李善民， ２０１７； Ｐｕｔｎａｍ，
２０００）。 在缺乏正式制度的情况下， 企业或个体通过其社会网络或关系寻求非正式制度

的支持， 以降低风险和交易成本 （陈斌开、 陈思宇， ２０１８； Ｘｉｎ ＆ Ｐｅａｒｃｅ， １９９６）。 社

会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 与市场制度形成相互补充替代的关系： 当市场不完备时，
社会网络能够发挥资源分配的作用， 但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和深化， 这些社会网络会

遭受冲击和破坏， 因此社会资本的作用与市场化发展水平呈倒 Ｕ 型关系 （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２０００）。 但赵剑治和陆铭 （２０１０） 针对中国的研究却发现， 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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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社会网络， 而是增大了社会网络对收入的提高作用。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也认

为， 信任能起到弥补正式制度缺陷的作用， 影响社会经济实体的规模、 组织方式、 交

易范围和交易形式， 以及社会中非直接性寻利活动的规模和强度。 此外， 信任还使得

创新在弱关系社会网络中的传播变得更加容易， 加快了接受创新活动的速率， 从而加

快了经济发展速度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１９７３）。

已有的文献大多关注信任对经济活动的正向影响。 Ｂｕｔ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研究发现，

信任对个体的经济表现既有正向也有负向影响： 当信任水平较低时， 适当提高信任有

利于增加个体的获利机会从而提高经济收入； 但当信任水平超过某个固定值后， 经济

收入就会随着信任的提高而降低， 这是因为过高的信任水平也增加了受骗机会。 这说

明社会信任存在一个实现收入最大化的适度值。 Ｂｕｔ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研究在某种程度上

为世界各国信任水平的差异提供了一种解释。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２０００） 根据各个国家居民对

一般人的信任状况区分了低信任水平社会和高信任水平社会， 中国、 法国和意大利属

于前者， 美国、 德国和日本则属于后者。 可以说， 信任影响经济活动的负向机制为中

国等社会的低信任现象提供了经济学视角的合理解释。 那么， 在低信任水平社会， 是

否也存在实现经济收入最优的适度信任值？ 目前， 这方面的文献尚且缺乏。 本文研究

了中国社会个人信任与经济收入之间的关系， 并考察了市场制度的影响， 以补充这方

面文献的不足。

三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一） 数据和变量选取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ＦＰＳ） 同时收

集了个人信任状况和收入等信息， 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 ＣＦＰＳ 调查了受访者

对陌生人、 父母、 邻居、 美国人、 当地干部、 医生等 ６ 类人的信任情况， 让受访者分

别对 ６ 类人进行信任程度打分， 分值为 ０ ～ １０ 共 １１ 个等级， ０ 分代表信任程度最低，

１０ 分代表信任程度最高。 本文研究的主要变量是社会信任 （即对陌生人的信任程

度）①， 记为 Ｔｒｕｓｔ＿ｓ。 对其他群体的信任均作为控制变量。

ＣＦＰＳ 收集了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信息。 其中， 个人收入统计了个人过去一年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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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方面， 陌生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 研究社会信任 （即对陌生人的信任） 如何影响经济绩

效是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 构成了经济交易的基础。



来自 “农业打工” 和 “非农受雇” 的工作总收入； 家庭收入统计了过去一年家庭所有

成员的总收入， 不仅包含成员的 “农业打工”、 “非农受雇”、 “自家农业生产经营”、

“私营企业、 个体工商户、 其他自雇” 等工作收入， 还涵盖了其他非工作收入， 如救济

收入、 社会捐助类收入、 养老金收入、 出租和出卖财物所得收入、 存款利息和投资金

融产品收入等。 收入记为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

参考李彬和周战强 （２０１５） 的综述以及 Ｂｕｔ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等文献， 本文选取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年 龄 （ Ａｇｅ） 及 二 次 项、 教 育 程 度 （ Ｅｄｕ ） 及 二 次 项、 居 住 地 性 质

（Ｕｒｂａｎ）、 户籍性质 （Ｈｕｋｏｕ）、 流动状况虚拟变量 （Ｆ１ ～ Ｆ５）、 婚姻状况 （Ｍａｒｒｉ）、 对

未来的信心 （Ｃｏｎｆｉ）、 是否有过不公平经历 （Ｅｘｐｅｒ）、 对其他人群的信任情况、 所在省

份等作为控制变量 （变量定义见表 １）。

本文研究中特意对个人是否有过不公平经历进行了控制， 根据问卷中的问题 “过

去 １２ 个月， 您是否因贫富差别而受到不公正对待？” 进行定义， Ｅｘｐｅｒ ＝ １ 表示经历过，

Ｅｘｐｅｒ ＝ ０ 表示未经历过。 这是因为， 当前观察到的信任值可能并非真实值， 例如信任

值高者更容易被骗， 这会导致其下调信任值。 事实上， 将 Ｅｘｐｅｒ ＝ １ 和 Ｅｘｐｅｒ ＝ ０ 两组的

收入与信任均值进行对比发现， 前者的均值显著低于后者。 这可能存在两种解释： 第

一种情况是， 信任值越低者收入越低， 因而 “因贫富差别而受到不公正对待” 的概率

越高； 第二种情况是， “受到不公正对待” 的经历使得个人信任下降， 同时本身具有更

低收入或使得其收入也下降。 在第一种情况下， 信任与收入的正向关系不受 Ｅｘｐｅｒ 影

响， 而在第二种情况下， Ｅｘｐｅｒ 同时影响了信任与收入， 应在回归中加以控制。

（二） 理论与计量模型

本文假设信任使得个体获得经济交易的机会和受骗的机会同时增加， 因而对个体

的经济收入同时存在正向和负向影响。 当信任水平较低时， 获利效应大于受骗效应，

经济收入随着信任的提升而提高； 而当信任水平增加到一定程度后， 获利效应小于受

骗效应， 经济收入随着信任的提升而降低。 为此， 采用二次方程估计信任对收入的影响，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ｉｔ表示个体 （或家庭） ｉ 在第 ｔ 年的收入， Ｔｒｕｓｔ＿ｓｉｔ表示社会信任程度， Ｔｒｕｓｔ＿ｓ２ｉｔ是

社会信任的二次项， Ｘｉｔ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εｉｔ是扰动项， Ｐ 表示省份， ｔ 表示年份。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ｉｔ ＝ βＴｒｕｓｔ＿ｓｉｔ ＋ δＴｒｕｓｔ＿ｓ２ｉｔ ＋ λＸ ｉｔ ＋ σＰ ＋ φｔ ＋ εｉｔ （１）

（三） 描述性统计

为了考察信任对经济收入 （包括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 的影响， 本文对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的 ＣＦＰＳ 混合截面数据进行了样本筛选， 构建了 ３ 个研究样本， 分别是： 筛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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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者年满 １８ 周岁且工作收入大于 ０ 的个体， 剔除缺失值等形成个体样本 Ａ， 样本量为

２１６９４①； 以家庭为单位筛选出每个家庭的代表性个体， 剔除缺失值等形成代表性个体

样本 Ｂ②， 样本量为 ９９９３； 以家庭收入为被解释变量， 选择家庭收入大于 ０ 的家庭， 剔

除缺失值等形成家庭样本 Ｃ， 样本量为 １５５８４。

表 １ 显示了样本 Ａ 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值③。 可以看到， 个体收入对数平均值为

９􀆰 ７； 对陌生人的平均信任值为 ２􀆰 ２， 远低于对其他群体的信任值。 样本中男性占

５９􀆰 ２％ ； 平均年龄 ４１􀆰 ３ 岁；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９􀆰 ５ 年， 处于初中和高中之间； 居住地

为城镇的占 ５８􀆰 ９％ ； 农业户籍人口占 ５７􀆰 ７％ ； ７８􀆰 ６％的受访者为非流动人口， ４􀆰 ６％为

乡内流动， ８􀆰 ９％为县域内流动， ４􀆰 ２％为省内流动， ３􀆰 ７％为跨省流动； ８０􀆰 ３％的人口

处于在婚状态； 受访者对未来的信心值较高， 达到 ３􀆰 ８９； 有 １１􀆰 ７％的受访者有过 “因

贫富差别而受到不公正对待” 的经历。

表 １　 主要变量定义及统计值 （样本 Ａ）

变量名 变量定义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 对个体收入取对数值 ２１６９４ ９􀆰 ７１２ １􀆰 １３１
Ｔｒｕｓｔ＿ｓ 对陌生人的信任值， 取值范围为 ０ ～ １０ ２１６９４ ２􀆰 ２０９ ２􀆰 １０８
Ｇｅｎｄｅｒ １ 表示男性， ０ 表示女性 ２１６９４ ０􀆰 ５９２ ０􀆰 ４９１
Ａｇｅ 年龄 ２１６９４ ４１􀆰 ２８８ １４􀆰 ３４８

Ｅｄｕ
文盲 ＝ ０， 小学 ＝ ６， 初中 ＝ ９， 高中（职高） ＝ １２， 大专 ＝ １４， 本

科 ＝ １６， 硕士 ＝ １８， 博士 ＝ ２１
２１６９４ ９􀆰 ５２２ ４􀆰 ００９

Ｕｒｂａｎ １ 表示居住地在城镇， ０ 表示农村 ２１６９４ ０􀆰 ５８９ ０􀆰 ４９２
Ｈｕｋｏｕ １ 表示农业户口， ０ 表示非农户口 ２１６９４ ０􀆰 ５７７ ０􀆰 ４９４
Ｆ１ １ 表示非流动， ０ 表示流动 ２１６９４ ０􀆰 ７８６ ０􀆰 ４１０
Ｆ２ １ 表示乡内流动， ０ 表示非乡内流动 ２１６９４ ０􀆰 ０４６ ０􀆰 ２０９
Ｆ３ １ 表示县域内流动， ０ 表示非县域内流动 ２１６９４ ０􀆰 ０８９ ０􀆰 ２８４
Ｆ４ １ 表示省内流动， ０ 表示非省内流动 ２１６９４ ０􀆰 ０４２ ０􀆰 ２０１
Ｆ５ １ 表示跨省流动， ０ 表示非跨省流动 ２１６９４ ０􀆰 ０３７ ０􀆰 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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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样本 Ａ 中剔除了收入记录为 ０ 的观测个体， 因为一部分受访者在 “拒绝回答”、 “不清

楚”、 “不知道” 的情况下， 其收入也被记录为 ０。 代表性个体样本和家庭样本中同样剔除了

个体收入或家庭收入为 ０ 的观测。
由于 ＣＦＰＳ 没有明确家庭户主， 本文以男性作为家庭代表性个体。 当家庭中没有男性时， 则

以女性为代表性个体。 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父权社会， 男性在家庭中大多具有权威的影

响。 本文按照如下步骤筛选家庭代表性个体： 若家庭中只有女性， 以排序第一的女性为代表

性个体； 若家庭中没有女性， 以排序第一的男性为代表性个体； 若家庭中同时存在男性和女

性， 以排序第一的男性为代表性个体。
考虑到篇幅有限， 样本 Ｂ 和样本 Ｃ 的变量描述性统计不在这里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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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 变量定义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Ｍａｒｒｉ １ 表示在婚， ０ 表示非在婚（未婚、 离婚、 丧偶等） ２１６９４ ０􀆰 ８０３ ０􀆰 ３９８

Ｃｏｎｆｉ 取值范围为 １ ～ ５， 值越大表示对未来的信心越高 ２１６９４ ３􀆰 ８９２ １􀆰 ０１５

Ｅｘｐｅｒ １ 表示有过不公正对待的经历， ０ 表示没有 ２１６９４ ０􀆰 １１７ ０􀆰 ３２１

Ｔｒｕｓｔ＿ｐ 对父母的信任值， 取值范围为 ０ ～ １０ ２１６９４ ９􀆰 ３６３ １􀆰 ３９９

Ｔｒｕｓｔ＿ｎ 对邻居的信任值， 取值范围为 ０ ～ １０ ２１６９４ ６􀆰 ４７５ ２􀆰 １４３

Ｔｒｕｓｔ＿ａ 对美国人的信任值， 取值范围为 ０ ～ １０ ２１６９４ ２􀆰 ６１８ ２􀆰 ５１５

Ｔｒｕｓｔ＿ｃ 对当地干部的信任值， 取值范围为 ０ ～ １０ ２１６９４ ４􀆰 ６０８ ２􀆰 ４５８

Ｔｒｕｓｔ＿ｄ 对医生的信任值， 取值范围为 ０ ～ １０ ２１６９４ ６􀆰 ４９３ ２􀆰 ２７６

　 　 资料来源： 根据对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ＣＦＰＳ 混合截面数据进行样本筛选后的样本 Ａ 计算得到。

图 １ 展示了各样本中信任值的分布情况。 可以看到， 超过 ３０％的个体对陌生人的

信任值为 ０， 超过 ５０％的个体或家庭对陌生人的信任值不到 ２， 对陌生人信任值超过

８ 的比例不到 １％ ， 说明中国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普遍较低。 图 ２ 显示了各样本中信

任值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到， 不管是个人信任与个人收入， 还是家庭平均信任

值与家庭收入之间， 都呈现倒 Ｕ 型关系， 初步表明信任对收入同时存在正向影响和负

向影响。

图 １　 信任的概率分布图

资料来源： 根据对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ＣＦＰＳ 混合截面数据进行样本筛选后的样本 Ａ、 样本 Ｂ、 样

本 Ｃ 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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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信任与收入的关系

资料来源： 根据对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ＣＦＰＳ 混合截面数据进行样本筛选后的样本 Ａ、 样本 Ｂ、 样

本 Ｃ 计算得到。

四　 信任对收入的影响分析

下面分 ３ 个样本依次检验信任对收入的影响： 第一， 基于全部个体样本检验信任

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并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 第二， 剔除家庭权重的影响，

检验代表性个体的信任与收入的关系； 第三， 考虑到家庭收入包含了更加广泛的收入

来源， 检验家庭收入对应于家庭平均信任水平的表现。

（一） 信任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首先基于全部个体样本 Ａ 检验信任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表 ２ 第 （１） 到第 （３） 列

在逐渐增加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 （ＯＬＳ） 法回归得到。 结果显示，

信任一次项系数均显著为正， 二次项系数均显著为负， 显著性水平均在 ５％以上， 表明

个人收入对应信任水平的增加呈现了较为显著的倒 Ｕ 型， 收入最大化的信任值在 ４ ～ ５

之间。 第 （４） 列利用非平衡面板数据， 采用固定效应 （ＦＥ） 模型回归得到， 结果显

示， 信任一次项显著为正， 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 显著性水平均在 １０％ 以上， 收入最

大化的信任值为 ３􀆰 ９， 与 ＯＬＳ 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相比 ＯＬＳ 方法， 固定效应模型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个体效应导致的估计偏误问题， 在真实方程存在个体效应的情况下，

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更加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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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信任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样本 Ａ）

（１） （２） （３） （４）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ＦＥ

Ｔｒｕｓｔ＿ｓ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０）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７）

Ｔｒｕｓｔ＿ｓ２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收入最大化的信任水平 ４􀆰 ０００ ５􀆰 １２５ ４􀆰 ５００ ３􀆰 ８７５

Ｇｅｎｄｅｒ
０􀆰 ４７６∗∗∗

（０􀆰 ０１５）
０􀆰 ４７７∗∗∗

（０􀆰 ０１５）
０􀆰 ４８９∗∗∗

（０􀆰 ０１５）

Ａｇｅ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３００

（０􀆰 ４１１）

Ａｇｅ２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Ｅｄｕ
０􀆰 ０６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６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５７∗∗∗

（０􀆰 ００６）
－ ０􀆰 ６８４∗∗

（０􀆰 ２６９）

Ｅｄｕ２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１）

Ｕｒｂａｎ
０􀆰 ２５１∗∗∗

（０􀆰 ０１７）
０􀆰 ２４０∗∗∗

（０􀆰 ０１７）
０􀆰 １４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７４

（０􀆰 ０６４）

Ｈｕｋｏｕ
－ ０􀆰 ３３７∗∗∗

（０􀆰 ０１８）
－ ０􀆰 ３２３∗∗∗

（０􀆰 ０１８）
－ ０􀆰 ２９８∗∗∗

（０􀆰 ０１８）
－ ０􀆰 １２３
（０􀆰 ０８１）

Ｆ１
－ ０􀆰 ５２７∗∗∗

（０􀆰 ０３６）
－ ０􀆰 ５１６∗∗∗

（０􀆰 ０３６）
－ ０􀆰 ３２８∗∗∗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７２
（０􀆰 ０９９）

Ｆ２
－ ０􀆰 ３８６∗∗∗

（０􀆰 ０４５）
－ ０􀆰 ３７４∗∗∗

（０􀆰 ０４５）
－ ０􀆰 ２４７∗∗∗

（０􀆰 ０４５）
－ ０􀆰 ０８７
（０􀆰 １１３）

Ｆ３
－ ０􀆰 ４２９∗∗∗

（０􀆰 ０４１）
－ ０􀆰 ４２３∗∗∗

（０􀆰 ０４１）
－ ０􀆰 ２０４∗∗∗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２１
（０􀆰 １０７）

Ｆ４
－ ０􀆰 ２６１∗∗∗

（０􀆰 ０４８）
－ ０􀆰 ２５９∗∗∗

（０􀆰 ０４８）
－ ０􀆰 １２８∗∗∗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５

（０􀆰 １１６）

Ｍａｒｒｉ
０􀆰 ２４１∗∗∗

（０􀆰 ０２２）
０􀆰 ２４０∗∗∗

（０􀆰 ０２１）
０􀆰 ２４６∗∗∗

（０􀆰 ０２１）
－ ０􀆰 ２３２∗∗∗

（０􀆰 ０７０）

Ｃｏｎｆｉ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４）

Ｅｘｐｅｒ
－ ０􀆰 １２０∗∗∗

（０􀆰 ０２３）
－ ０􀆰 １２６∗∗∗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９６∗∗∗

（０􀆰 ０２３）
－ ０􀆰 １０１∗∗∗

（０􀆰 ０３９）
对其他群体的信任 控制 控制 控制

对其他群体的信任的二次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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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ＦＥ
观测数 ２１６９４ ２１６９４ ２１６９４ ２１６９４
Ｒ２ ０􀆰 １６７ ０􀆰 １７１ ０􀆰 ２２４ ０􀆰 ０６１
个体数 １７４５３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 的水平上显著； 第 （１） 到第 （３） 列结果

使用混合截面数据和 ＯＬＳ 方法回归得到； 第 （４） 列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得到， 此非平衡面板

数据共有个体 １７４５３ 人， 其中有 ４２４１ 人同时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调查中出现且没有变量缺失值。
资料来源： 根据对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ＣＦＰＳ 混合截面数据进行样本筛选后的样本 Ａ 计算得到。

表 ２ 的结果表明信任与个人收入之间存在比较稳健的倒 Ｕ 型关系， 但是这种关系

究竟来自信任的影响还是收入的反向效应尚不明确。 Ｂｕｔ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指出， 高收入

者能够通过信息成本支出提高信任的精准性， 其信任值更加集中； 而收入越低能够获

得的信任精准性越低， 因此信任值更加分散。 这种通过收入影响信息成本进而导致信

任值分散度差异的传导机制， 会造成信任与收入之间产生倒 Ｕ 型关系。 为了检验该机

制是否存在， 我们考查了不同收入群体的信任分散度， 并刻画了其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根据个人收入对数值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 的取值范围 ［０， １５］ 将个人收入从低到高分为 １５

组， 计算每一组的信任标准差， 再绘出信任标准差与收入组别的散点图 （如图 ３ 所

示）。 结果显示， 随着收入增加， 信任标准差并没有呈现降低的趋势， 这表明信任与收

入之间的倒 Ｕ 型关系并非来自信任精准度的异质性。

图 ３　 信任标准差与收入组别的散点图

资料来源： 根据对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ＣＦＰＳ 混合截面数据进行样本

筛选后的样本 Ａ 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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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排除了信任精准度异质性的影响， 但收入对信任的反向影响可能还存在

其他途径。 Ｇｌａｅｓ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认为， 高收入者更倾向于积累社会关系而增加信任感，

至于收入提高是否存在导致信任下降的机制， 目前还没有文献涉及。 为了解决反向影

响问题，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２ 年的信任值作为 ２０１４ 年信任值的工具变量进行分析。 我们认

为， 过去的信任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当前的信任感， 且过去的信任观念不受当前收

入的影响， 因此我们选取的工具变量包括： 第一， ２０１２ 年受访者对陌生人的信任的一

次项和二次项， 分别记为 Ｔｒｕｓｔ＿ｓ０ 和 Ｔｒｕｓｔ＿ｓ０２； 第二， ２０１２ 年受访者对美国人的信任的

一次项和二次项， 分别记为 Ｔｒｕｓｔ＿ａ０ 和 Ｔｒｕｓｔ＿ａ０２①。 同时， 在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分析

时， 剔除了 ２０１４ 年调查中经历过 “因贫富差别而受到不公正对待” 的个体， 这是因为

经历过不公平对待的个体信任值可能是调整后的信任值， 而与上述工具变量的相关性

较低。 最后剩余的观测样本是 ５０１４ 个。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 （２ＳＬＳ） 方法进行估计的结果见表 ３。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工具变量对关键解释变量具有较好的解释力②；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信任一次项在

５％水平上显著为正， 二次项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为负， 收入最大化的信任值为 ３􀆰 ６， 与前

文的结果较为一致。 我们对工具变量进行了过度识别检验， 结果显示所有工具变量均外

生③。 接着， 我们又采用最大似然估计 （ＬＩＭＬ） 和广义矩估计 （ＧＭＭ） 方法分别进行估

计， 得到的结果与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接近。 这表明， 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反向因果效应后，

信任与个人收入的关系依然呈现较为稳健的倒 Ｕ 型， 但收入最大化的信任水平有所降低。

表 ３　 信任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工具变量法）

（１） （２） （３） （４） （５）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第一阶段 ２ＳＬＳ 第一阶段 ＬＩＭＬ ＧＭＭ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ｕｓｔ＿ｓ Ｔｒｕｓｔ＿ｓ２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ｕｓｔ＿ｓ
０􀆰 ２８４∗∗

（０􀆰 １２４）
０􀆰 ２８６∗∗

（０􀆰 １２５）
０􀆰 ２９０∗∗

（０􀆰 １２４）

Ｔｒｕｓｔ＿ｓ２
－ ０􀆰 ０４０∗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４０∗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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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对陌生人的信任值与对美国人的信任值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 且都属于弱关系。
Ｔｒｕｓｔ＿ｓ 一列的 Ｆ 统计量为 ６２􀆰 ０８ （ｐ ＝ ０􀆰 ００）， Ｔｒｕｓｔ＿ｓ２ 一列的 Ｆ 统计量为 ３９􀆰 ７８ （ｐ ＝ ０􀆰 ００），
Ｆ 统计量均大于 １０。 对内生解释变量的显著性进行 “名义显著性水平” 为 ５％的 Ｗａｌｄ 检验，
由于最小特征值统计量为 １８􀆰 ９， 大于 “真实显著性水平” 为 １５％对应的临界值 ９􀆰 ９３， 因此

可以拒绝 “弱工具变量” 的原假设。
过度识别检验显示 ｃｈｉ ＝ ０􀆰 ７７３ （ｐ ＝ ０􀆰 ６７９３）， 因此接受 “所有工具变量均外生” 的原假设。



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第一阶段 ２ＳＬＳ 第一阶段 ＬＩＭＬ ＧＭＭ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ｕｓｔ＿ｓ Ｔｒｕｓｔ＿ｓ２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

收入最大化的信任水平 ３􀆰 ５５０ ３􀆰 ５７５ ３􀆰 ５３７

Ｔｒｕｓｔ＿ｓ０
０􀆰 ２２８∗∗∗

（０􀆰 ０３９）
０􀆰 ５４８∗

（０􀆰 ２９１）

Ｔｒｕｓｔ＿ｓ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０􀆰 １２６∗∗

（０􀆰 ０５５）

Ｔｒｕｓｔ＿ａ０
－ １􀆰 ０５４∗

（０􀆰 ０３１）
－ ０􀆰 ２０８
（０􀆰 １９７）

Ｔｒｕｓｔ＿ａ０２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 个体数 ５０１４ ５０１４ ５０１４ ５０１４ ５０１４
Ｒ２ ０􀆰 １７９ ０􀆰 ３３１ ０􀆰 ２８７ ０􀆰 １７９ ０􀆰 １７８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 年龄及

平方项、 教育程度及平方项、 居住地性质、 户口性质、 流动状况、 婚姻状况、 信心程度等。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二） 代表性个体的信任与收入关系检验

在全部个体样本中， 我们没有区分个体的相似性。 事实上， 有些个体可能来自同

一个家庭， 那么成员越多的家庭在样本中所占的权重越大。 如果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

各自独立， 不存在相关性， 那么样本中的每个个体都是有效代表， 不需要考虑家庭结

构问题。 然而， 如果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存在较强相关性， 且具有相似的信任—收入

轨迹， 那么就可能导致规模较大的家庭被过度代表。 为了查看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关

系以及信任—收入轨迹， 将规模为 ２ ～ ４ 人的家庭筛选出来， 分别对不同规模的家庭进

行成员之间的信任两两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 不同规模家庭的成员间信任值均呈现

较强的正相关性①。 我们还绘制了不同规模家庭中各个成员的信任—收入轨迹图， 如图

４ 所示。 可以看到， 不同规模家庭中成员间的信任—收入轨迹重合度较高， 表明家庭成

员的信任—收入关系具有较强的相似性。 下面， 我们将研究样本聚焦于家庭代表性成

员以解决家庭过度代表问题。

为了避免家庭权重的影响， 我们利用代表性个体样本进行研究。 表 ４ 展示了家庭

代表性个体的收入与信任的回归结果， 第 １ 列是 ＯＬＳ 回归结果， 第 ２ 列是固定效应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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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节省篇幅， 这里没有展示家庭成员两两信任关系图。



图 ４　 不同规模家庭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收入轨迹相似性比较

注： 家庭类型 Ａ 表示成员人数为２ 的家庭， 家庭类型 Ｂ 表示成员人数为３ 的家庭， 家庭类型 Ｃ 表

示成员人数为 ４ 的家庭。
资料来源： 根据对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ＣＦＰＳ 混合截面数据进行样本筛选后的样本 Ａ 计算得到。

型回归结果， 第 ３ 列是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 （工具变量如前文所述）①。 三种估计方法均显

示， 信任一次项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正向显著， 信任二次项对个人收入的影响负向显著，

显著性水平均为 １０％以上。 这表明以家庭为单位来考查， 个人信任与个人收入之间依

然呈倒 Ｕ 形关系， 收入最大化信任值在 ３􀆰 １ ～ ３􀆰 ５ 之间。

表 ４　 代表性个体的信任与收入关系

（１） （２） （３） （４） （５）

ＯＬＳ ＦＥ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第一阶段 ２ＳＬＳ 第一阶段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ｕｓｔ＿ｓ Ｔｒｕｓｔ＿ｓ２

Ｔｒｕｓｔ＿ｓ
０􀆰 ０６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５６∗∗

（０􀆰 ０２８）
０􀆰 ４２８∗∗

（０􀆰 １７１）

Ｔｒｕｓｔ＿ｓ２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７０∗∗

（０􀆰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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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ＳＬＳ 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工具变量对关键解释变量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相关性检验

显示， Ｔｒｕｓｔ＿ｓ 一列的 Ｆ 统计量为 ３４􀆰 ３７ （ｐ ＝ ０􀆰 ００）， Ｔｒｕｓｔ＿ｓ２ 一列的 Ｆ 统计量为 ２３􀆰 ５１ （ｐ ＝
０􀆰 ００）， Ｆ 统计量均大于 １０， 可以拒绝 “弱工具变量” 的原假设。 过度识别检验显示 ｃｈｉ ＝
１􀆰 ７８３ （ｐ ＝ ０􀆰 ４０９９）， 因此接受 “所有工具变量均外生” 的原假设。



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ＯＬＳ ＦＥ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第一阶段 ２ＳＬＳ 第一阶段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ｕｓｔ＿ｓ Ｔｒｕｓｔ＿ｓ２

收入最大化的信任水平 ３􀆰 ３５０ ３􀆰 ５００ ３􀆰 ０５７

Ｔｒｕｓｔ＿ｓ０
０􀆰 ３００∗∗∗

（０􀆰 ０５４）
０􀆰 ８５１∗∗

（０􀆰 ３６８）

Ｔｒｕｓｔ＿ｓ０２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８９
（０􀆰 ０６３）

Ｔｒｕｓｔ＿ａ０
－ ０􀆰 ０８６∗

（０􀆰 ０４６）
－ ０􀆰 ３６２
（０􀆰 ２９３）

Ｔｒｕｓｔ＿ａ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４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观测数 ９９９３ ９９９３ ２２６１ ２２６１ ２２６１

Ｒ２ ０􀆰 １８９ ０􀆰 ０５７ ０􀆰 ０９３ ０􀆰 ３２３ ０􀆰 ２７０

个体数 ８４３９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 年龄及

平方项、 教育程度及平方项、 居住地性质、 户口性质、 流动状况、 婚姻状况、 信心程度、 是否有不公平经历等。
资料来源： 根据对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ＣＦＰＳ 混合截面数据进行样本筛选后的样本 Ｂ 计算得到。

（三） 家庭层面的信任与收入关系检验

由于 ＣＦＰＳ 中有关个人收入的信息并不完备， 使得前文分析得到的信任与个人收入的

关系的适用性可能下降。 为此， 我们将包含更多收入信息的家庭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

继续对信任与收入的关系作进一步稳健性检验。 这里以家庭所有成员的信任均值作为核

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则来自家庭代表性个体。 表５ 显示了家庭收入对家庭信任均值的回

归结果， 第 １ 列是 ＯＬＳ 回归结果， 第 ２ 列是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第 ３ 列是 ２ＳＬＳ 回归

结果①。 其中， ＯＬＳ 和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均显示， 信任一次项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正向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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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工具变量法参照前文， 以 ２０１２ 年家庭所有成员信任均值一次项和二次项为工具变量， 包括

对陌生人和对美国人两类人的信任值。 ２ＳＬＳ 方法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工具变量对关

键解释变量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相关性检验显示， Ｔｒｕｓｔ＿ｓ 一列的 Ｆ 统计量为 ２３􀆰 ２６ （ ｐ ＝
０􀆰 ００）， Ｔｒｕｓｔ＿ｓ２ 一列的 Ｆ 统计量为 １６􀆰 ６１ （ｐ ＝ ０􀆰 ００）， Ｆ 统计量均大于 １０， 可以拒绝 “弱工

具变量” 的原假设。 过度识别检验显示 ｃｈｉ ＝ ０􀆰 ５８８ （ｐ ＝ ０􀆰 ７４５２）， 因此接受 “所有工具变量

均外生” 的原假设。



信任二次项对个人收入的影响负向显著， 显著性水平均为 １０％以上。 这表明家庭收入对

应家庭平均信任水平也呈现倒 Ｕ 型， 家庭收入最大化信任水平在 ２􀆰 ６ ～３􀆰 １ 之间。

表 ５　 家庭层面的信任与收入关系

（１） （２） （３） （４） （５）

ＯＬＳ ＦＥ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 第一阶段 ２ＳＬＳ 第一阶段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ｕｓｔ＿ｓ Ｔｒｕｓｔ＿ｓ２

Ｔｒｕｓｔ＿ｓ
０􀆰 １１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６）
０􀆰 ４７６∗

（０􀆰 ２６９）

Ｔｒｕｓｔ＿ｓ２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９１∗

（０􀆰 ０５５）
收入最大化的信任水平 ３􀆰 ０５３ ２􀆰 ６１５

Ｔｒｕｓｔ＿ｓ０
０􀆰 ３１７∗∗∗

（０􀆰 ０５４）
１􀆰 １３５∗∗∗

（０􀆰 ３６６）

Ｔｒｕｓｔ＿ｓ０２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７

（０􀆰 ０６１）

Ｔｒｕｓｔ＿ａ０
－ ０􀆰 ０９５∗∗

（０􀆰 ０４７）
－ ０􀆰 ４９０
（０􀆰 ３０１）

Ｔｒｕｓｔ＿ａ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４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效应 控制

观测数 １５５８４ １５５８４ ２７５５ ２７５５ ２７５５
Ｒ２ ０􀆰 ２７９ ０􀆰 １０６ ０􀆰 ３３４ ０􀆰 ３２０ ０􀆰 ２６６
家庭数 １２５２１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 和 １％ 的水平上显著； 这里的 Ｔｒｕｓｔ＿ｓ 是家庭所有

成员的平均信任值；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 年龄及平方项、 教育程度及平方项、 居住地性质、 户口性质、 流动状况、
婚姻状况、 信心程度、 是否有不公平经历等。

资料来源： 根据对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ＣＦＰＳ 混合截面数据进行样本筛选后的样本 Ｃ 计算得到。

五　 市场化、 信任与经济收入

已有的研究表明， 市场化会对信任与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樊纲等

（２００３） 认为， 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 虽然总体上已从计划经济的轨道转上

了市场经济轨道， 但各地区在市场化进程上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在微观个体收入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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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是否会影响社会信任的发挥？ 本文对此进行考察， 方法是分不同市

场化水平的子样本检验信任与经济收入的关系， 查看子样本的异质性表现。 对于市场

化水平的区分， 采用两种方法： 一是以城乡区分市场化水平， 通常认为城市的市场化

水平较农村更高； 二是根据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中国市场化指数大小分为高市场化水平地

区和低市场化水平地区 （各省份市场化指数见附表 １）①。

表 ６ 展示了将样本 Ａ 分成若干子样本的异质性检验。 第 （１） 和第 （２） 列分

城乡检验信任与收入的关系。 第 （１） 列是农村地区回归结果， 信任一次项对个人

收入的影响正向显著， 信任二次项对个人收入的影响负向显著， 显著性水平均在

５％ 以上， 收入最大化信任值为 ４􀆰 ２。 第 （２） 列是城镇地区回归结果， 信任一次项

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正向显著， 信任二次项对个人收入的影响负向显著， 显著性水平

均在 １０％ 以上， 收入最大化信任值为 ５􀆰 ７。 对比第 （１ ） 列和第 （２ ） 列的结果，

城镇地区收入最大化信任值大于农村地区。 第 （３） 列是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回归

结果， 信任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呈倒 Ｕ 形， 显著性水平均在 ５％ 以上， 收入最大化信

任值为 ３􀆰 ４。 第 （４） 列是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回归结果， 信任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呈倒 Ｕ 形， 显著性水平也均在 ５％ 以上， 收入最大化信任值为 ５􀆰 ４。 对比第 （３） 列

和第 （４） 列的结果， 高市场化水平地区收入最大化信任值大于低市场化水平地区。

表 ６ 的回归结果表明， 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使得信任对收入影响的拐点延迟到

来， 信任对收入的正向机制发挥了更大作用。 这与赵剑治和陆铭 （２０１０） 的研究结

论相似， 即在当代中国社会， 信任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并非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２０００） 所提出

的替代关系， 而是一种互补关系， 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够增进信任对经济活动的正

向影响。

接着， 分别利用样本 Ｂ 和样本 Ｃ 重复上述检验， 限于篇幅有限， 这里不详细汇报

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 代表性个体样本中也存在城镇地区的个人收入最大化信任

值 （４􀆰 ４） 大于农村地区 （２􀆰 ７） 的情况， 且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个人收入最大化信任

值 （４􀆰 ０） 也大于低市场化水平地区 （３􀆰 ０）。 同样， 家庭样本中也有类似的规律， 城镇

地区的家庭收入最大化信任值 （３􀆰 ４） 略大于农村地区 （３􀆰 ０）， 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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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市场化指数来自王小鲁等 （２０１７）， 由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评分、 政府与市

场的关系评分、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评分、 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评分、 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评

分 ５ 个方面综合得到。 ３０ 个省 ２ 年共 ６０ 个指数， 按照分值从高到低排序， 前 ３０ 进入高市场

化水平组， 后 ３０ 进入低市场化水平组。



庭收入最大化信任值 （３􀆰 １） 也略大于低市场化水平地区 （２􀆰 ９）。 这进一步支持了表 ６

的结论， 即市场化水平与信任这种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市场化水平提升有

利于激励信任对经济活动的正向影响机制， 从而增加经济收入。

表 ６　 市场化对收入最大化信任值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农村 城镇 低市场化水平地区 高市场化水平地区

Ｔｒｕｓｔ＿ｓ
０􀆰 ０５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２）

Ｔｒｕｓｔ＿ｓ２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收入最大化的信任水平 ４􀆰 ２１４ ５􀆰 ６６７ ３􀆰 ３５７ ５􀆰 ３７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８９１９ １２７７５ ７７６１ １３９３３
Ｒ２ ０􀆰 ２３１ ０􀆰 １９８ ０􀆰 ２０２ ０􀆰 ２１２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 年龄及

平方项、 教育程度及平方项、 居住地性质、 户口性质、 流动状况、 婚姻状况、 信心程度、 是否有不公平经历等。
资料来源： 根据对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ＣＦＰＳ 混合截面数据进行样本筛选后的样本 Ａ 计算得到。

六　 信任、 社会资本与经济收入

理论研究表明， 信任影响经济活动的机制之一在于信任增加了社会资本或扩大了

社会关系网络， 本文对此进行检验。 本文从 ２０１４ 年 ＣＦＰＳ 调查中筛选了有关社会资本

或社会交往的变量： 一是人缘关系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该变量根据问卷中的提问 “您认为自

己的人缘关系有多好？” 得到， ０ 分代表最低， １０ 分代表最高； 二是社交评价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该变量根据问卷中的提问 “您认为自己在与人相处方面能打几分？” 得

到， ０ 分代表最低， １０ 分代表最高。 为了尽可能保留较多样本， 研究对象包括 ２０１４ 年

满足条件的全部个体①， 而不再局限于家庭代表性个体。

表 ７ 显示了信任对人缘关系的影响， 以及人缘关系对经济收入的影响。 回归中控

制变量包含性别、 年龄及平方项、 教育程度及平方项、 居住地性质、 户口性质、 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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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条件是 １８ 周岁以上， 且收入大于 ０。



状况等控制变量， 但没有加入对父母、 邻居、 美国人、 当地干部和医生的信任变量①。

模型中还控制了个体的社会地位②。 第 （１） 列采用 ＯＬＳ 方法得到信任对人缘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 表明随着信任的提高， 人缘关系这类社会资本存量也越高。 考虑到 ＯＬＳ

方法没有解决反向因果效应， 第 （２） 列采用工具变量法做进一步分析 （方法与前文一

致）， 工具变量同时通过了外生性和相关性检验③， ２ＳＬＳ 第二阶段回归得到的信任项系

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信任对人缘关系确实具有促进作用。 表 ７ 第 （３） 和第

（４） 列显示了人缘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可以看到， 人缘关系对经济收入的影响与信任

影响经济收入的规律相似， 收入对应人缘关系呈现较为明显的倒 Ｕ 型。

表 ７　 信任、 人缘关系与经济收入

（１） （２） （３） （４）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０􀆰 １０７∗∗∗

（０􀆰 ０３４）
０􀆰 ０８９∗∗∗

（０􀆰 ０３４）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２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Ｔｒｕｓｔ＿ｓ
０􀆰 ０５３∗∗∗

（０􀆰 ００９）
０􀆰 １２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５１∗∗∗

（０􀆰 ０１２）

Ｔｒｕｓｔ＿ｓ２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８０６６ ５０８５ ８０６６ ８０６６
Ｒ２ ０􀆰 １２２ ０􀆰 １１４ ０􀆰 ２１３ ０􀆰 ２１６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 年龄及

平方项、 教育程度及平方项、 居住地性质、 户口性质、 流动状况、 婚姻状况、 信心程度、 是否有不公平经历、 个

人社会地位等。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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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对陌生人的信任值分布集中在 ５ 以下， 由于此处的回归样本量较小， 信任值为 ５ 以上的样本

更加少， 信任值的方差较大。 而其他信任变量的分布更加均匀， 方差较小， 与被解释变量的

关系更加稳定。 如果在回归中加入其他信任变量， 会导致核心解释变量的解释力下降。
在考察信任对人缘关系或相处状况的影响时， 需要对该变量加以控制， 因为社会地位可能同

时影响信任感和人缘， 例如社会地位较高者更容易得到他人的青睐。
Ｔｒｕｓｔ＿ｓ 作为工具变量时的 Ｆ 统计量为 ２２５􀆰 １ （ｐ ＝ ０􀆰 ００）， 同时对内生解释变量的显著性进行

“名义显著性水平” 为 ５％的 Ｗａｌｄ 检验， 由于最小特征值统计量为 ２５７􀆰 ０， 大于 “真实显著

性水平” 为 １５％对应的临界值 １１􀆰 ５９， 因此可以拒绝 “弱工具变量” 的原假设。 过度识别检

验显示 ｃｈｉ ＝ ２􀆰 ３６ （ｐ ＝ ０􀆰 １２４５）， 因此接受 “所有工具变量均外生” 的原假设。



　 　 表 ８ 显示了信任对社交评价的影响， 以及社交评价对经济收入的影响。 第 （１） 和

第 （２） 列分别采用 ＯＬＳ 和 ２ＳＬＳ 方法进行回归， 得到信任对社交评价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表明信任程度提高能够改善与人的相处状况①。 第 （３） 和第 （４） 列显示了社

交评价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可以看到， 社交评价对个人收入产生显著的倒 Ｕ 型影响。

结合表 ７ 和表 ８ 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 信任水平的提升会提高个人的社会资本积累，

表现在使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人缘以及与他人相处变得更好， 而这类社会资本的增加

对经济收入的影响同样呈现倒 Ｕ 型。

表 ８　 信任、 社交评价与经济收入

（１） （２） （３） （４）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 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０􀆰 ０９９∗∗∗

（０􀆰 ０３７）
０􀆰 ０７８∗∗

（０􀆰 ０３７）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２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Ｔｒｕｓｔ＿ｓ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７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５１∗∗∗

（０􀆰 ０１２）

Ｔｒｕｓｔ＿ｓ２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８０６４ ５０８４ ８０６４ ８０６４

Ｒ２ ０􀆰 １１４ ０􀆰 １１２ ０􀆰 ２１６ ０􀆰 ２１６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 年龄及

平方项、 教育程度及平方项、 居住地性质、 户口性质、 流动状况、 婚姻状况、 信心程度、 是否有不公平经历、 个

人社会地位等。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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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 工具变量同时通过了外生性和相关性检验。 Ｔｒｕｓｔ＿ｓ 作为工具变量的 Ｆ 统计量为 ２２５􀆰 ０
（ｐ ＝ ０􀆰 ００）， 同时对内生解释变量的显著性进行 “名义显著性水平” 为 ５％的 Ｗａｌｄ 检验， 由

于最小特征值统计量为 ２５７􀆰 ０， 大于 “真实显著性水平” 为 １５％对应的临界值 １１􀆰 ５９， 故可

以拒绝 “弱工具变量” 的原假设。 过度识别检验显示 ｃｈｉ ＝ ０􀆰 ６０６ （ ｐ ＝ ０􀆰 ４３５９）， 故接受

“所有工具变量均外生” 的原假设。



七　 结论

信任作为一种文化， 也作为一种社会规则，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早在几千年前， 中国儒家文化就对 “信” 形成了一套辩证的理论阐述， 强调了 “信”

的适度。 本文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中信任对个人经济收入的影响机制和

效应。 从理论角度看， 信任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中既存在获利机制， 也存在受骗机制。

当获利机制强于受骗机制时， 信任的提升有利于提高经济收入， 而当获利机制弱于受

骗机制时， 信任的提升会导致收入的下降。 本文利用 ＣＦＰＳ 数据进行了较为严谨的计量

分析， 结果表明， 信任与个人或家庭收入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倒 Ｕ 型， 即存在适度的信

任水平使得经济收入实现最大化， 这与西方学者 Ｂｕｔ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的研究结果一致。

但中国的收入最大化信任值小于西方国家， 这与中国的历史传统、 宗族文化、 社会发

展和信任水平等因素相关。

本文还分市场化程度考察了信任对收入影响的异质性。 研究发现， 市场化程度越

高的地方， 实现收入最大化的信任值也越高， 即市场化的提高使得信任对收入影响的

拐点延后， 对信任影响收入的正向机制有更强的激励。 这表明， 市场化与信任在促进

经济收入方面产生了互补作用， 市场化的提高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也有助于提

升信任这类非正式制度对经济活动的正向激励效应。 本文还考察了社会资本在信任影

响经济活动过程中的积累效应。 随着信任的提升， 社会资本的积累也增加， 表现在个

人在社会交往中具有更好的人缘关系和社交评价， 信任通过社会资本积累的变化从而

对经济收入产生了影响。

本文的政策启示是， 要重视信任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教育、 法律、 社

会治理等方面的强化，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让信任发挥更好的经济服务功能； 在

促进信任的经济效应时， 可以通过完善市场制度， 增强市场制度与信任等制度的互补

效应， 以提高市场化水平来促进信任对经济活动影响的正向激励效应。 此外， 信任还

能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 社会资本作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的第三种资本， 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 要正面强化信任对社会资本的积累效应， 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共同繁

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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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附表 １　 中国各省市场化指数 （西藏除外）

省（自治区、 直辖市）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省（自治区、 直辖市）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北京 ８􀆰 ３１ ９􀆰 ０８ 河南 ６􀆰 ４８ ７􀆰 ００

天津 ８􀆰 ８７ ９􀆰 １７ 湖北 ６􀆰 ３２ ７􀆰 ２８

河北 ５􀆰 ５８ ６􀆰 １９ 湖南 ５􀆰 ７３ ６􀆰 ７９

山西 ４􀆰 ８９ ５􀆰 ２７ 广东 ８􀆰 ３７ ９􀆰 ３５

内蒙古 ５􀆰 ３４ ５􀆰 １０ 广西 ６􀆰 １９ ６􀆰 ５１

辽宁 ６􀆰 ６５ ７􀆰 ００ 海南 ５􀆰 ４４ ５􀆰 ９４

吉林 ６􀆰 １５ ６􀆰 ４２ 重庆 ６􀆰 ８９ ７􀆰 ７８

黑龙江 ６􀆰 ０１ ６􀆰 ２２ 四川 ６􀆰 １０ ６􀆰 ６２

上海 ８􀆰 ６７ ９􀆰 ７７ 贵州 ４􀆰 ３６ ４􀆰 ８５

江苏 ９􀆰 ９５ ９􀆰 ６３ 云南 ４􀆰 ４９ ４􀆰 ９４

浙江 ９􀆰 ３３ ９􀆰 ７８ 陕西 ５􀆰 １８ ６􀆰 ３６

安徽 ６􀆰 ３６ ７􀆰 ４６ 甘肃 ３􀆰 ３８ ４􀆰 ０４

福建 ７􀆰 ２７ ８􀆰 ０７ 青海 ２􀆰 ６４ ２􀆰 ５３

江西 ５􀆰 ７４ ６􀆰 ７９ 宁夏 ４􀆰 ３７ ５􀆰 ２６

山东 ７􀆰 ４１ ７􀆰 ９３ 新疆 ２􀆰 ９４ ３􀆰 ４９

　 　 资料来源： 王小鲁等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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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ｉｍｏｎ ＆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Ｓａｐｉｅｎｚａ， Ｐａｏｌａ， Ａｎｎａ Ｓｉｍａｔｓ ＆ Ｌｕｉｇｉ Ｚｉｎｇａｌｅｓ （２０１３）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ｒｕｓｔ􀆰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２３ （５７３）， １３１３ － １３３２．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Ｊｏｓｅｐｈ （２０００ ） ． Ｆｏ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ｈａ Ｄａｓｇｕｐｔａ ＆ Ｉｓｍａｉｌ
Ｓｅｒａｇｅｌｄｉｎ （ｅｄｓ􀆰 ），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ｅｔｅ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ｐ􀆰 ５９ － ６８．

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 Ｇｕｉｄｏ （２００８） ．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２３ （３）， ９０５ － ９５０．

Ｕｓｌａｎｅｒ， Ｅｒｉｃ （２００２） ．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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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ｎ，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 Ｊｏｎｅ Ｐｅａｒｃｅ （ １９９６ ） ． Ｇｕａｎｘｉ：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９ （６）， １６４１ － １６５８．

Ｚａｋ， Ｐａｕｌ ＆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ｎａｃｋ （２００１） ．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１１ （４７０），

２９５ － ３２１􀆰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Ｔｒｕｓｔ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 Ｗｅｉｑｉａｏ１ ＆ Ｙｅ Ｂｉｎｇ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 ｔｒｕｓｔ” ． Ｉｓ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ＣＦＰＳ ），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 ｉ􀆰 ｅ􀆰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ｍａｋｅ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ｔｉｌｌ ｈｏｌｄｓ􀆰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ｌａｙ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Ｕ ｃｕｒｖ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ｎ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ｕ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ｐｌａ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ｂ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１０， Ｚ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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